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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税收法定原则孕育于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进程中，是税法领域的基础性原则，也是我国宪法

财产权保障原则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更是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在中国语境下贯彻

税收法定原则，需要深入推动科学民主的税收立法和严格规范的税收执法，还需要重点推进税收领域的

专业化司法建设，形成具有公正性、妥适性和有效性的特色判例和司法解释制度。我国现行税法中大部

分税种已经立法并颁布施行，这意味着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逐渐进入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在新时期，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不仅可以使中国民众的纳税人观念得以普及，亦会促进全民税收守法理念的形成。将

税收法定原则全面、完整地贯彻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全过程，是新时代重塑税收法治秩序和提

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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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tax law was br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principle in the field of tax law. And it is also a concrete democratic rule of law countries and a 
foundational embodiment of the principle of guaranteeing the right to property in the field of tax-
ation in our constitution. It is the breakthrough and focus point of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politi-
cal construc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statutory tax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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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s the in-depth promotion of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tax legislation and strict and stan-
dardized tax enforcement. As well as the promotion of specialized judicial construction in the field 
of tax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a distinctive jurisprudence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that is fair, appropriate and effective. Most of the taxes in China’s current tax law have been legis-
lated and enacted, which means that the principle of statutory taxation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fast track of leapfrog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legal taxation will not only popularize the concept of taxpayers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but als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ax compliance among the whole population. Implement-
ing the principle of tax lawfulness in a comprehensive and complete manner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legislation, law enforcement, justice and law-abiding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reshaping 
the order of the rule of law in taxation and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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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税收法定原则概述 

税收法定原则，又称税收法律主义，指与税收有关问题及事项应当通过立法机关确定并加以颁行，

即政府征税的权力和公民纳税的义务均需以立法机关通过并颁行的相应法律作为基本依据。税收法定原

则是税法领域最为重要的基础性原则，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理念在税收领域的具体表现。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1]。新时

期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不仅包括税法规范在形式上通过法律制定，而且这些法律规范之间本身要构成系统、

科学和完备的制度体系；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涵盖包括执法、司法和守法等税收法律实施的各领

域和全过程，同时与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及法治国家建设进程协同推进。 

1.1. 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 

1) 征税要素法定。我国《立法法》第 8 条第 6 款不仅要求税收法定，同时也表达出课税要素法定的

内涵 1。课税要素法定即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税收优惠、税收征收程序等税收基本要素

必须且只能由立法机关在法律中加以规定。需要指出的是，税收要素法定并不是指所有税收基本要素只

能通过法律来制定，立法机关可以通过合理、必要的授权交由行政机关行使，但需要秉承“具体事项，

具体授权”的原则，对授权的目的、内容和程度进行明确限定，不能进行概括、空白授权[2]。课税要素

回答了关于税收的基本问题，比如税由谁交、应该交多少、怎么交以及什么对象要征税等。课税要素法

定意味着税率等与税收相关的要素只能通过法律明确。 
2) 征税要素明确。税收要素确定即税收法律的规定必须明确清晰，尽可能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主

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其一，税法规则应该明确具体，不同规范之间不应出现矛盾与分歧，让纳税人

对于规则本身的适用具有可预测性。其二，税法内容应该清晰规范，具有较高的识别度和透明度。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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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8 条第 6 款：“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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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明确要求立法机关在语言运用上对各课税要素的描述应当明确具体，不能含糊其辞也不能模糊歧义。

如果要素不明确势必会使行政机关对于法律的理解出现偏差，导致自由裁量空间过大，无法保障税收法

律的有效实施，使立法机关以及人民的意志得不到有效贯彻落实。赋税如不确定，哪怕是腐败、不专横

的税吏，也会由此变得专横、腐败[3]。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税收的各要素必须清楚明确。 
3) 征税程序合法。征税程序合法是程序合法性原则在税法中的具体体现，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

不得违反法律之禁止，也即税款征收不得超越或违反法律的规定，应在实体性法律和程序性法律规定的

范围内征收税款。二是法律适用之要求，税务机关有权限及义务核定及征收法律上规定的税收。有人认

为税收法定原则解决的应当是税法当中的实体性问题，而不是程序性问题，因此不应当把程序上的规定

包含在内[4]。这种说法有失偏颇。税收在实践中不仅有实体法上的规定更要求程序上的合法性。金子宏

先生在其著作中也曾提出税收的课赋和征收是权力的行使，所以它必须以适当的程序行使[5]。税收直接

关涉到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因此必须通过严格的法定程序规范国家征税权的行使。 

1.2. 税收法定原则的表现形式 

对于我国而言，税收法定原则的进一步落实具有法理与现实层面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全面落实税

收法定原则具有规范国家课税行为进而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功能，为实现财政法定和建成税收国家奠

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通过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建构一个规范、完整、科学的财税法律体系，由此进

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作为中央改革重点推动的关键环节之一，

不能局限于政策性宣示或概念性陈述，其本身亦在各种根本性和总揽性法律规范组成的法律体系以及后

续的立法进程中得以体现。 
1) 宪法性规范。《宪法》第 56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该规定

没有直接规定征税权的归属问题，而是以公民义务的形式在宪法中加以体现，明确公民仅负有法定的纳

税义务，不承担法律规定以外的纳税义务，从而将公民纳税义务与税收法定原则结合起来。2015 年修订

《立法法》，将原第 8 条规定的“只能制定法律”的税收基本制度，细化为“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

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单列为一项，且位居第 8 条第 6~9 项与公民财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

保留事项中的首位，突显了税收事项应受法律约束的强度[6]。 
2) 总则性规范。《税收征收管理法》一直是我国税法领域唯一的具有统揽性的程序税法，对税务管

理、税款征收、税务检查、法律责任等作出了相对明确的规定。依据该法第 3 条规定，税收事项只能依

照法律或者经授权的行政法规规定执行，这也是税收法定原则在法律规范中的体现。尽管《税收征收管

理法》就税收征收管理的程序制度进行了概括性归纳，但是在整个税法领域特别是实体法领域仍缺乏一

部能够指引税法准确适用的统揽性规则。长期以来，中国税法在具体制度设计的层面比较抽象和零散，

税务机关执行时的弹性也较大，这在形式上并不符合税法作为明确具体的技术法之要求，在实质上也不

利于纳税人权利的保护。随着我国税收制度的成熟定型，特别是各实体税种完成立法工作后，作为统揽

实体和程序性规定的《税法总则》有纳入立法规划的必要，最终形成以税法总则为龙头、税收实体法为

主体、税收程序法为支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法体系[2]。 

1.3. 税收法定原则的授权逻辑 

长期以来，我国税法体系中存在大量以“暂行条例”为表现形式的税法规则，这一现象的起因是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 1984 年 9 月和 1985 年 4 月的两次授权。 
1) 授权立法。2015 年《立法法》继续保留了允许授权立法的规定，并在第 9 条明确规定除“有关犯

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外，全国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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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不过，《立法法》

第 10 条对授权立法在目的、事项、范围、期限、遵循原则和按期报告方面进行了相应的限制，第 11 条

和第 12 条则对授权终止和转授权做了相应的规定。理性的做法是，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坚持

税收法律在税法体系中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同时审慎、严格、规范地进行税收授权立法，并加强授权后

的监督与效果评估，合理规范发挥税收授权立法及行政机关在税收法治中的优势和作用[2]。 
2) 试点立法。试点立法是我国深化改革和法治建设过程中常规的制度设计安排，在实践中通常表现

为授权试点的方式。例如，2019 年 10 月 26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再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方

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规定授权期限 5 年，并由国务院制定试点具体办法，期满需要继续授权的，

可以继续提出意见，条件成熟时则应及时制定法律。需要指出的是，授权国务院暂时调整法律实施本身

可以视作是一种特殊的法的修改技术，在理论上具有正当性，但应该尽可能克服其可能存在的合法性瑕

疵[7]。 

由于税收领域很多规则本身就是授权立法，税制改革试点的特色更为明显。以历经 7 年之久的“营

改增”为例，试点不仅在不同的地方相继铺开，也在具体的行业上持续拓展。从 2012 年 1 月 1 日上海率

先实施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到 2016 年 5 月 1 日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

务业 4 个行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营改增改革前后经历了 6 次对试点行业的调整和 4 次对试点地区的

调整。在金融行业征收增值税过程中，其课征规则就先后经历过试错、证成和微调的变迁历程，通过持

续的“试点安排”来验证并达成其最终的“合理性”，以实现税收负担的公平合理分配[8]。试点立法更

多是从先行先试的角度来讨论，其本身既可以是直接立法，也可以是授权立法。授权立法和试点立法是

否违反了税收法定原则，其判定需要回到如何理解税收法定原则这个基础性问题上来。税收事项应当通

过法律的规定来制定，只要是授权立法或试点立法合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则无论是授权立法还是试点

立法，本身是应该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的。 

2. 税收法定原则的实践现状 

2016 年 12 月 25 日，《环境保护税法》作为落实新《立法法》更具体明确税收法定原则后的第一部

新税法获得审议通过。此后，《烟叶税法》、《船舶吨税法》、《车辆购置税法》、《耕地占用税法》、

《资源税法》、《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契税法》、《印花税法》等税法相继完成立法进程。2019 年

7 月 16 日、11 月 27 日和 12 月 3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发布《土地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

《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和《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旨在提升中国税制改革的整体质量，保障和优化财政收入的正当性基础，推动税制改革从行政管理向法

治治理的系统转型。目前税收法定原则在实践中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问题： 

2.1. 税收法律规范供给不足 

过度授权立法带来的最显著问题就是税法的供给不足。从法理学理论出发，法律体系的组建要达到

一定标准，即只有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得到保证，该法律体系才会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就税法体系而

言，就是要求已立法税种的税收在总税收中的比例达到一半以上，或者本国所有税种都已经实现全面立

法。虽然目前我国已有 12 个税种已经立法，看似仅有 6 个税种的立法工作尚未完成，但尚未立法的税种

中有作为间接税的主要组成税种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却依然在适用“暂行条例”。以我国 2019 年度税收收

入为例，增值税和消费税占当年全部税收的 57%，更不必说加上尚未立法的其他税种，远未到达到已立

法税种的税收收入在总税收中占比过半或“一税一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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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税法规则的可操作性不强 

税法规则的可操作性不强主要表现为我国税法中的兜底条款较多。我国一贯追求立法的宜粗不宜细，

使得法律文本中的兜底条款适用频率较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行 18 个税收实体法及实施细则中，共

出现了 171 个“等”和 221 个“其他”[9]。而这些模糊性的兜底条款具体指代的是哪些情形并没有明确

的规定，这就给税法的执行带来歧义。当然，这并不是指兜底条款没有存在的必要性，相反兜底条款与

税收法定原则的实现并非是绝然对立的关系，设置兜底条款目的在于确保课税要素分类的开放性、税务

行政裁量的灵活性和特别税收措施立法的授权性，克服税法规范局限性[10]。但兜底条款的使用频率过高

也会导致实践中出现争议，难以确保不同的税法执行机关采取相同的标准来执行税法。在这一点上，2018
年制定《耕地占用税法》时将《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中的“人均耕地特别少”改为“人均耕地低于 0.5
亩”，语言表述上更加严谨，降低了法律适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11]。 

2.3. 税法解释的层级失序 

法律解释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以及行政解释。一个完善的法律解释体系应该是这三方并重且

立法解释占主要地位，但我国税法解释大多是税务执行机关做的行政解释。对于税务稽收单位或者与

税务稽收有利益关系的单位来解释税法的现象，理论界莫衷一是。税法行政解释已在我国税法解释体

系乃至税法规范体系中占据垄断地位，成为日常实践中最直接有效的税务执法依据[12]。根据法理学中

的“谁立法谁解释”理论，税法的解释权应与立法权密切相关，但实际生活主要都是由税法的行政部

门，如财政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日常税务行政工作的需要进行解释。由于税收立法程序严格以及存在

立法社会博弈的成本的情况下，税收调控手段更多地从税收立法转移到了税收行政解释上，具体表现

就是出台各种的税法行政解释来进行变相立法。这实质上已经违背税收法定原则。并且在实践中，由

于各部门职权划分的不同，致使“一法多释”现象频发，不同解释之间难免出现矛盾，进而降低我国

税法权威性。 

2.4. 地方税收减免权行使不当 

自屠宰税、筵席税及牧业税三个税种退出我国历史舞台后，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地方已经没有了税收

立法权。现实中，有些地方往往会通过“财政返还”等方式变相行使税收减免权，不利于我国税收法定

原则的实现。并且，地方上为争夺税源，争相出台多项税收优惠制度以及土地、户籍、外汇、融资等各

种优惠制度，以吸引投资[13]。地方上如果税收减免权行使不当必然会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采取其他方

式以增加财政收入。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实行“减费降税”，地方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为减费降税提供了

一定的积极作用，是我国税收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为我国县域经济的腾飞起到推动作用。因

此，地方性税收优惠政策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应通过合理的程序机制排除其中的人为因素，把对市场竞

争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14]。 

3.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实践路径 

3.1. 税收法定原则应明确入宪 

首先，税收法定原则入宪有助于加快法治中国建设进程，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虽然我国目前

已经在《立法法》中表达了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但《立法法》毕竟不是宪法，不具备根本法的效力，

承载不了税收法定原则所应具有的意义，只有将税收法定原则入宪才能从根本上完善我国税收法律体系，

这不仅是实现税收法定原则的需要，也是实现我国依法治税，做到税收领域的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社会

主义法治的需要。现代国家的运行离不开财政收入、支出及管理，而这些又将最终落脚于保障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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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给上去，可以说税收法定是这整个过程的起点[11]。 
其次，税收法定原则入宪有助于保障公民纳税权利。从分析方法角度看，近代德国和日本的学者倡

导的税收债权债务分析方法的引入使近代税法研究从单一的权力服从关系说向债权债务关系说转变，从

而形成税权从外观表现上既有国家征税权力也有公民纳税权利的二元结构[5]。因此，税收法律关系不应

单纯理解为国家单一的纳税权力，其中也必然蕴含着国家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及公共产品，全

体社会成员因为享用国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而支付对价并依法成立债权债务关系，应当区别的是此处债

权债务关系应是公法上的债务关系。我国宪法第 56 条规定可以理解为既是对公民纳税义务的确认，也是

对公民纳税义务的范围及征税权具体界限的明确规定[15]。 

3.2. 建构完善税收法律体系 

1) 规范授权立法。坚持税收法定原则、坚持设税权由立法机关行使，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律的制定机

关才是最高民意的代表机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立法位阶越高法律制定的规范性、程序性就越高，科学

性水平也就越有保障[16]。建国以来，我国税法体系不够完善，授权立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部分的

空白。2013 年我国全国人大开会期间，曾有 32 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交议案，提议应收回对国务院制

定税收行政法规的授权[17]。这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说明已经有人已经开始意识到授权立

法存在的弊端，并想要采取措施减轻授权立法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过于机械理解税收法定原则，要求将

一切税收事项都诉诸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解决则会受制于立法机关的会期等因素，导致税收的多维度功能

难以发挥。比如 2020 年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急需采取包括税收优惠政策在内的各项调控手段来

刺激经济。但由于疫情原因，全国人大会议推迟了两个多月，若此时一些税收政策需要由全国人大通过

则大大降低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时效性。由此可见授权立法仍有一定的存在必要，但对授权立法的制定应

采取严格的监管。 
2) 增强税法规范的可操作性。比如《车船税法》中规定“捕捞、养殖渔船”免征车船税，但对于什

么是“捕捞、养殖渔船”却是由《车船税法实施条例》来定义的。因此，全国人大在制定法律时应对法

律制定的诸多基本要素进行明确规定，防止由于立法模糊造成有关法律的某些基本要素需要依赖行政机

关来解释的局面。具体而言就是指征税对象、纳税人、税率等核心要素，这些是事关公民权益的重要事

项，由法律进行规范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增加法律的权威性和可信服度。其做法应当是在理论上厘清每个

税种的课税要素应当包含的内容，在立法时应明确各个课税要素的详细规定。 

3.3. 限制税法的行政解释 

对行政解释进行限制首先应在税收法定原则的框架内进行，明确以立法机关的解释为原则，行政机

关的解释为例外。换言之，立法解释最具有普遍适用性，而行政解释只在特殊情形下适用。美国等国家

还要求税法的行政解释只对国家工作人员有效，而不对纳税人产生效力。其次，应当明确行政解释的范

围，对于法律绝对保留的“税种”、“税率”的问题只能由立法机关加以解释，行政机关无权解释，并

且行政机关可以对税法进行解释的情形只能局限于具体的税收执法问题，而且要以法律或立法解释不够

明确为前提。行政机关作为我国税收执法机关本质上也是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部门，因此行政解释应当

以“维护纳税人的利益”为最终目的，做有利于纳税人，而不是行政机关本身的解释，从源头上杜绝行

政机关为完成自己的考核任务而损害纳税人权利的可能。 

3.4. 合理规制地方税权 

我国共有 34 个省级行政区域，各个省发展情况和发展模式都不尽相同，各有其支柱性产业或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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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资的项目，税收减免权力如果由中央来统一行使无法很好顾及到每个区域自身的发展状况，因此

每个区域应当要有一定的税收减免自主权。 
税收减免政策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虽然由国务院统一行使税收减免权可以最大限度保

障我国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但由于国务院并不能兼顾到每个具体行政区域的发展，所以也应适当分权

给地方。但需注意，即使地方享有税收减免立法权，其行使机关也应是地方人大及常委会，而不是地方

政府。在这一点上，我国的《契税法》就在确保法律整体性、统一性与权威性的同时又保障地方可以充

分发挥自主性 2。对于税收减免权的下放应控制在适当范围内，既不能过度下放使地方对于税收减免的权

限太大，影响我国财政和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又不能放的太小达不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目的，最终

使减免税收沦为形式。所以，除了要将税收减免立法权适当下放外，还应对各地区的具体实施情况进行

监督，这就要求地方将税收减免政策制定完成后及时报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国务院进行审查，充分

发挥上述两个机关的监督作用。 

4. 结语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领域的基础性和基石性原则，也是我国宪法原则在财政税收领域的体现，更是

新时代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在税收征纳层面，坚持税收法定原则，一方面是对国家征

税权的行使施加合理的规范和约束，以保障纳税人的合法财产权益；另一方面，也确认了法律框架内国

家税收活动的正当性和权威性，以保障税务机关更好地做好征管和服务工作。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体

现法治国家税收正当性的重要标志，亦是现代社会税收民主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反映，也同时将我国税

收法定原则的时代涵义和治理效能提升到更新的高度[2]。目前，我国正在实现税收法定原则道路上稳步

前进，相信伴随着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逐渐加快落实，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建设脚步也

将更加坚定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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